
与80年代乃至更早以前的先锋诗歌不同，90年代先锋
诗歌的书写，弱化了诗歌追逐社会效应和历史代言的能力，
而重视一种诗歌本体的回归，一种介乎“纯诗”和社会诗之
间的健康的诗歌形态正在逐步形成，90年代的先锋诗歌凸
显了诗歌的本体范畴， 这种范畴指的是诗歌所具有的文学
精神和艺术秉性，它不会因为反映现实而消失，反而正是拥
有了这种范畴，才增加了艺术纠正现实的力量，进而使诗歌
具有了感召力量。 先锋诗歌吸取了先前诗歌的教训：对于外
在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过于映照，丧失了它们的文学秉性，进
而由于与意识形态过于融合，导致“失语”。 因此它不再像80
年代先锋诗歌那样：“表面上独立的个人无法将类型化的经
验转化为个体生命的深切体验， 无法摆脱种种潜在的或显
在的束缚，真正从‘个人’（经验）到‘个人’（阅读经验）地自由
言说。 ”［1］而是以回归诗歌本体为契机，强化了创作背景的建
构，个体经验从集体经验中转化并反馈，私人话语从权利话
语中脱离，保持诗歌话语的过滤、言说，营造细节、语感等方
面的能力，不再是一味地重视“写作者戏仿历史的能力”［2］，
而是寻求一种在保持自我书写自由的基础上努力将一种

“仿写”历史现实的能力转化为一种“破解”、“纠正”历史现实
的能力， 而这种方式的形成并日渐成熟就是90年代先锋诗
歌书写的特质所在。
第一节、诗歌精神的操守和诗歌写作的“智性化”
90年代先锋诗人为了不屈就于外在的暴力， 不被现实

的真实性所禁锢， 对于传统映照式创作习惯采取了回避的
态度， 这种回避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90年代先锋诗歌
的创作姿态。 90年代先锋诗人回避了传统赋予诗歌的责任，
而认为，诗就是诗，与任何无关，诗歌不再是传达意识形态
的工具，而仅仅是一种直视个体经验的文学媒介，诗歌的精
神不再是铮铮傲骨，而是一种平静自然感悟力的流露，诗歌
创作的经验不是外在现实所因袭的那种集体经验， 而是基
于个体经验，力求在复杂的经验中表现出一种张力，诗歌中
营造的场景不再与外在场景形成一种契合和映照关系，而
是打破时间顺序， 空间限制等故意建构一种没有具体背景
指代的文本内部场景， 诗歌的语言运行也不再执行一种公

共话语的标准，而是努力消解公共语言的范式，从而重新挖
掘语义的内涵等。 总之，90年代先锋诗歌有着比80年代先锋
诗歌更为自觉的怀疑精神，更为彻底的诗歌本体意识，它不
再担当一种“镜子”的职业，而是基于一种创作的可能性，开
辟了一种“澄清”、“破解”和“纠正”历史和现实的写作方式。
当然，90年代先锋诗歌也并非是对传统诗歌进行全盘

的否定，他们也继承了传统诗歌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例如对
于稍纵即逝的经验、感觉的捕捉，运用“客观对应物”来间接
表现思想等手法也运用得相对成熟。 诗歌映照的虽然不再
是外部的空间， 但是对于个体经验的烛照还是先锋诗歌创
作的重要动力， 只不过他们坚持的底线必须是一种真实的
直观经验，而不是人云亦云般的宏观的间接经验。 他们相信
只有基于一种真实经验的书写， 才能澄清外部被传统掩盖
的现实。 这种经验式的写作在中国的现当代诗歌史上也不
是一次创新，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们就追求一
种意象的捕捉，这显然受到了先前美国意象主义的影响，一
种意象的捕捉是通过五官来感知， 而不是受制于经验式的
语言等因素的蛊惑，从而达到一种“外形简洁与内在透明”
的艺术效果。 但是90年代先锋诗人对一种意象或者说是一
种意象式的经验的把握并不是单纯地传授一种感觉效应，
而是渗透了一种“智性”在里面，这种经验智慧在诗中的渗
透，我们也可以从现代诗歌中发现渊源，1935年卞之琳《鱼
目集》的出版引导了当时中国诗歌由“主情”到“主智”的发展
方向，而到了40年代冯至和“九叶诗派”更是在一种智慧写作
中穿插着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到了90年代一种“智性写作”也
逐渐趋于成熟，与现代诗歌的智慧诗不同，90年代的“智性写
作”虽然也倾向于扩充诗中哲理的深度，但是更主要的区别
在于一种诗歌本体意识也被考虑在内， 现代智慧诗固然也
有形式上的考虑，但是诸如“十四行”、“欧式长句”、“小诗”等
诗歌形式，其仅仅局限于对诗歌的音韵美，建筑美等“硬性”
形式方面的创新，而到了90年代一种对于“智性诗”形式方
面的考虑正趋于全面和成熟， 先锋诗人不仅仅考虑到诗歌
的音韵和体式上的完美， 更主要的是保持诗歌艺术形式与
思想的并重，诗歌语感的平稳，形式上的本体性，内容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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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诗歌本体意识的回归，90年代先锋诗歌的书写出现了许多转向，诸如出现了比先前抒情性诗歌写作更为深
邃的“智性化”书写，及物写作逐渐替代了虚高的不及物写作，细节写作的出现强化了诗歌处理现场的能力，而且，伴随着一种
本体意识的成熟，诗歌叙事特质凸显，先锋诗人先进的创作理念把“诗歌戏剧化”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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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与外在知识系统的相互指涉， 最显著的表现就在于语言
上的纯粹性。 如果说卞之琳等诗人是从一种思想唯美的角
度来对诗歌语言进行自由地扩充， 从而达到语言转换和语
言书写方式上的智性的话， 那么90年代先锋诗人在对待语
言的问题上则更为谨慎， 他们从诗歌本体的角度上来过滤
和开采语言，这种过滤一方面是排斥被过于掩盖的语言，另
一方面则是注意到诗歌的思想性不要过度掩盖诗歌语言的

艺术美，从而避免被解读为一类“说教”诗而非艺术诗。 第
二，90年代的“智性写作”区别于现代的智慧诗另一个显著
的特点是关怀的特质更加的浓烈， 现代诗歌中的 “智慧写
作”更加突出诗人一种“精英写作”的情结，在当时的写作语
境中，这种诗的出现不仅仅起到引导当时诗潮作用，更重要
的作用在于一种启蒙性， 诗人孜孜不倦地探索一种精神上
的高度，促动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朝着精英化，贵族化的方向
发展，而忽略了对于底层的一种关怀，而90年代先锋诗人的
诗歌中包含着一种深深的关怀在里面，一种“平民写作”中
的先锋特质是这种诗歌最大的特点， 一种写作视角的由大
变小， 由高到低预示着一种源于生活真实经验的写作更能
透视生活的本质， 而不再追逐一种社会所指意义上的精神
高度。 于坚的《事件》系列等作品，通过记录生活中的小事
件，看到了隐藏在生活后面的一种精神向度，对于生活一种
了无声息地介入，进而诉说自己“被生活”的感悟，对历史的
解读能力，一种平易近人的关怀也随之产生。 90年代先锋诗
歌书写特质的表现之一就是强化了诗歌面对生活现场的能

力，而不再重视优化社会公共话语资源，集体经验等方面的
能力。
第二节、集体经验向个体经验转换
（一）从“务虚”到“务实”的写作姿态
无论是“民间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先

锋诗歌的书写中， 他们都脱离了以前的那种宏观的集体经
验的书写， 因为集体经验并不是一种人人都可以亲身感受
的经验，80年代的先锋诗歌中，诸如海子等人建构在集体经
验之上的神性书写显得飘渺而不可及。 90年代的诗人具有
了清醒的务实精神，他们只写自己可以亲身感受到的经验
和感觉，个体经验可以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生存的
有限性和受制于时间的局限，可以更鲜明地体验着存在的
本质。
就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9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塌

陷的那种社会心理。 既无力抗拒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社会目
标，更不可能立起自我的价值，只有对压抑性力量的嘲弄，
这是抵抗被权利全盘控制的廉价而简便的方式。 ”［3］于是诗

人找到了适当的方法来消解这种力量， 历史绝不会再作为
主题出现在具体文本中， 而仅仅被诗人放置在个人经验的
知识库中。 我们可以看出，个体经验在具体的文本中拥有了
自由处理历史与社会现实的能力，诗人可以嘲弄、误读和解
构历史和社会现实， 诗人走上了一条脱离了集体经验的创
作路线。 个体经验的显现也使诗人从一种宏大，空虚的集体
记忆中走出来，关注自身，面向生存的现场。 90年代的“诗性
空间”大大拉近了与生活现场的距离，这样就避免了像以往
的诗歌那样，过于为社会意识形态服务，而患上一种“失语

症”，因此先锋诗歌自身价值的显现和写作的有效性得到提
升。 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计
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等。

（二）“细节写作”：一种“从大到小”的书写视野趋势
传统的诗歌往往借助宏观的意象来达到表达诗人集体

经验的目的，诸如，“十七年诗歌”中经常见到的“红旗”，“泰
山”，“万年松”等意象。 80年代海子，戈麦等诗人“神性书写”
中经常出现的“大海”，“太阳”“麦田”等标志，体现出了一种
集体经验上的典型性。 但是上述意象的公用性质并不能阻
挡别的诗人的介入， 从而导致了同一意象下出现了许多的
雷同的诗歌。 80，90年代之交“伪乡土诗”的出现就让伊沙等
先锋诗人大为恼火， 过于宏观的书写视野让诸多的诗人警
觉到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会使诗歌艺术特性消失殆尽， 更为
严重的后果就是诗歌可能会重新回到集体化写作和处理的

道路上去。 因而90年代先锋诗人对于先锋诗歌中“细节”因
素表现出了一种高度重视的态度， 正如孙文波所理解的那
样：“从细节的准确性入手， 使诗歌在表达对于语言和世界
的认识时，获得客观上应有的清晰，直接和生动。 ”［4］当然对

于细节的重视， 意义远不止这些，90年代的诗人写作不仅
对集体经验掩盖个体经验的状况非常地警惕，既是圈子内
部的写作，也可能导致个人意识的淹没。 例如，在对于自由
追求的过程中，稍不留意就可能被钉在自由的十字架上无
法自拔，王家新是一个例子，那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
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使得他过早经典化。
而后期的一些创作成就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 因此“细节”
的变动性被重视起来，“细节” 可以在生活中实时攫取，而
不会因为被经典化而陷入一种架空的状态。 “细节”可以加
强诗人对于“现场”发言的能力，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细
节，而这种细节可以随时发掘，从而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性，
这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诗人身份识别的标志。 朱永良的诗
歌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典型的异域场景，然而，诗人对这些
场景做了异于传统的反向处理。 在细节的刻画中架空了看
似宏大的场景，例如有一首诗叫《片段》：树叶静止得像博
物馆中的古代铭文/处在漂移的灰白色深云的背景下/而显
露着蓝色的天空蓝得十分纯正/有一只鸟藏在树间不时地
鸣叫/掩盖了时高时低人们模糊的话语/只有汽车驶过时表
现得迅急而坚决/就是此刻，我的桌子上放着荷马的《伊利
亚特》/和一本打开着的《论语》，咖啡不断地从杯中/飘出它
独有的香味。 诗中的古代铭文、天空、荷马，伊利亚特和论
文被刻意放置在一段平淡无奇的叙述中，而静止、鸣叫、迅
急，香味被凸显，传统宏大的意象被虚化为背景，在细节中
洋溢着诗人独到的生命体验。 其他诗人像翟永明的《观察
蚂蚁的女孩之歌》、《黑白的片段之歌》，朱朱等诗人的一些
作品都对细节做了刻意的处理。
第三节、诗歌话语从公共话语中“二度突围”
语言“突围”的历史在当代文学史上几度上演，如果说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国家话语”对于个体话语的
牵制的话，那么到了“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时候，则标志
着人民话语由缺席到在场的开始， 人的声音第一次在当代
文学史上开始出现，虽然仍旧是套用或凭借“国家话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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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起码，文学的运作主体开始成为真正的人，即便这种人
是具有集体属性的人民而不是个人。 朦胧诗在当代先锋诗
歌史上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 无非是实现了个体经验在集
体经验中显现，个人话语从公共话语中“突围”的目的。 但是
这次“突围”，只是为了实现“把人的复杂因素表现出来”［5］等

彰显个体价值的目的， 因此朦胧诗的语言还是凸显了其作
为工具性的一面，即脱离公共话语，笼络一部分可以鲜明表
达个人意志的公共话语片段， 从而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先前
“政治抒情诗”等诗歌类型的新诗。之所以会产生一种“朦胧”
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朦胧诗所使用的词汇脱离了先前
诗歌使用的词汇范畴， 语言组织方式异于先前的教条语言
的表达思维， 而且采用了诸如电影蒙太奇手法，“造成意象
的撞击和迅速转换， 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
留下的空白。 ”［6］进而引起一种欣赏和理解上的迷惑朦胧，其
突围的效果仍旧是在公共话语层面上展现的。 而90年代先
锋诗人致力于寻找一种公共叙述之外的言语， 他们将大量
的方言和口语，以往被认为不能入诗的言语系统入诗，不再
是借用社会公共话语， 因为方言和口语等言语系统较之于
社会话语最大的特点是保存了原始的意义， 从而能更好地
避免先锋诗歌所表达的特殊意义被社会话语的普遍意义所

掩盖。 “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
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
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
识的关系。 ”［7］一种从源头上追寻言语和事物之间的原始关

系，让先锋诗歌特殊意义的表达更为安全。 知识分子写作则
是看到了西方语境下的语言在应用到本土语境时的差异

性，这种巨大的落差，有利于实现对抗社会叙述的权威，从
而可以凸显中国语境下个人言语的质感， 这是他们先锋诗
歌创作的主要财富，他们通常采用互文（横向移植）等方式，
对西方语境下生成的先锋诗歌语言，进行引用，借鉴，误读，
转化。 他们谨慎地选择各自坚实的西方语言系统，然后将这
种语言“个人化”。 当然，他们也不回避把过去被人处理过的
题材，词语等的重新赋予意义。 说到底，朦胧诗从集体话语
中摘选了能够反映个体价值的话语片段属于第一层 “语言
突围”的话，那么90年代先锋诗歌则严格区分了社会话语和
诗歌语言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进行过滤，这也就是语言的
“二度突围”， 这一次的突围不再造成一种诗歌的集体话语
场景内的效应，而是奠定了诗歌语言的基础，而且语言作为
诗歌的一种基本手段， 一切诗歌本体的艺术运作也将从语
言开始。
第四节、由“抒情性”向“叙述性”转变的诗歌风格
首先， 在传统的先锋诗歌中， 抒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手

段， 但是抒情是一种在感性思维的制约下对客观存在物虚
化的过程，即，以客观存在物为载体，凸显主观情绪的过程。
历代抒情诗中诗人过度渲染被客观存在物激发的情感却忽

视了对于客观存在物本体的关注， 也就是说抒情只能起到
一种掩盖客观存在物的作用。 但是90年代先锋诗歌书写所
秉持的，是致力于澄清被传统遮蔽的外在现实，抒情的特质
明显与这一原则相悖，而叙事具有的“极端历时性延续”［8］特

征是诗人摒弃即兴抒情，回归理性书写最理想的依据。 无论

是即兴叙事还是一种回忆感观， 都可以有一股理性的力量
牵引着书写的准确性， 而对外在现实的澄清必须依据一种
沉稳的理性书写，所以在90年代的诗人看来，先锋诗歌的本
质在于叙事而不再是抒情， 无论是民间写作还是知识分子
写作，他们都很看重叙述手法在先锋诗歌中的运用，而且
上升到了本质的高度，在诗中可以隐藏主体，可以淡漠抒
情，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将情感，经验，历史乃至自身都看成
被叙述的对象，“我是叙述者，同时我又是每一个我所叙述
的人。 ”［9］对于自身情感的处理，没有了80年代的那种青春式
的抒情化处理，而是用叙述来回归理性，达到一种“中年写
作”的品质，而“中年写作”的特点就是对于历史，个人等等
进行一次无微不至的理性过滤。 其次，在处理抒情和叙事
的关系上面，先锋诗人们并没有把两者对立，而是考虑到
了两者之间的辩证性，孙文波曾经说过：“叙事的实质仍是
抒情的”，［10］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歌传统是把叙事和抒情分
割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运作系统， 诗歌一般是先叙事然后抒
情，“欲扬先抑”，“起兴”等传统诗歌理论术语就说明了这一
点，而90年代先锋诗歌却有机地融合了两个看似不能整合
的系统，在叙述中可以抒情，在抒情中也可以叙事，唯一不
同的是，抒情的特质不在文本运作时显现，而是在文本接
受过程中感受到一股叙事张力后，才能发觉抒情的特质在
里面。 韩东有一首诗叫《猫的追悼》，在这首诗里，死的悲壮
和对死亡的领悟被掩藏在对葬礼的叙述过程中，尤其是对
死亡的一种领悟被简单化的叙事处理了：“我们在通讯中
告知你这个消息/我们夸大了死亡，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
识/我们已经痊愈。 ”最后，“诗歌戏剧化”的传统也在90年代
先锋诗歌叙事技艺成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戏剧性”，就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说明和概括人同
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
活中的辩证过程和矛盾”。 ［11］而90年代先锋诗人对于自我
的定位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平静的
诉说，自我经验的复杂性，矛盾性等特质在他们的文本中
被转换为了一种依据经验书写的张力，最终标榜的是对这
种张力化解的能力。 因此先锋诗人严格遵循戏剧对生活原
生态的模仿，封闭式结构、场景、事件、形象、细节、戏剧语
言（旁白、对白，独白等），线性叙事，矛盾辩证的心理模式
等在先锋诗歌中均有体现，以西川的《厄运》为例，诗歌一
开头就是一幅两人对白的场景， 共时性的场景不断穿插，
转换，中间又不乏戏剧性的对白场面，而楚霸王和李白的
出现更像是在帷幕拉开之后上台的人物，而他们象征着过
去，一场古代的分幕剧穿插其中，这样就造成了时间的延
宕，在整篇诗歌读完之后，一种关于此在和历史的交混，一
种场景之间自由的切换和不同时段文化的相互冲击，完全
让你感觉不到承载它们的是诗的躯体。 在诗歌中不乏戏剧
式的语言，诗人的旁白，以及孔子等人物的独白充斥其中，
场景塑造的空间感完全基于一种戏剧的舞台手法，最后一
句话“在他死后二十年/我们追认他为一个人”才让本诗的
思想开始点射。 可以说“诗歌戏剧化”写作在这首诗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

90年代先锋诗人本着遵循诗歌本体运行规律所成就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90- -



WENJIAOZILIAO
2012年12月号上旬刊

的上述书写特质，使得这个年代的先锋诗歌艺术性得到了
显著提高，在基于一种创作自足的情况下，不断与外在历
史现实对话，互涉，借鉴其他的文体进行跨文体写作，注重
自身细节等书写特质的确立，引导诗歌朝着更为成熟的道
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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